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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问题，亦可能因为偷排污染物质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环境污染风险企业有污染环境的风险，但并

不必然产生污染，其环境行为因社会情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在下文中简称为

“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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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环境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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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基于对工业污染问题的长期观察及对我国东中部地区的案

例分析，探索污染企业的迁移是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中实现的。 研究发现，基
于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发展急迫感差异、环境规制强度差异以及基于污染

风险认知形成的社会容忍度差异成为形构企业迁移的外部机会集合的三重

结构条件。 从较长时段看，机会结构本身也处在演变中。 在行动主体受制

于外围社会结构的同时，企业、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也在不断地重塑其外

围结构。 在地方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可健全环境规制、创新生态理

念，致力于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促进生态增益。
关键词：污染企业迁移　 机会结构　 发展急迫感　 环境规制　 社会容

忍度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环境政策日趋严格，但在后发展地区，一些被先发展

地区淘汰的污染严重的工艺、设备不断地迁入，后发展地区重走着先发展地区的

污染之路。 对于此类现象，一种观点将之简单地归结为环境污染风险企业①的

理性逐利行为；另有观点认为，这源于企业经营者的道德问题或缺乏社会责任。
就行动者内部决策机制而言，污染企业的迁移决策固然是企业经济理性选择的

结果，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还需要对行动者所处的外围社会结构加以分析。 污染

企业迁移问题得以发生，对企业主而言，意味着存在一种结构性空间或机会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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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择。
本文借助默顿提出的“机会结构”这一概念工具，基于本土经验使用这一概

念并构建分析框架，对污染企业迁移现象的发生机制进行学理分析。 具体的分

析聚焦于两个问题：第一，自 ２１ 世纪初我国污染企业迁移问题集中发生的十多

年来，污染企业迁移的外部社会结构有何特点，构成了怎样的迁移机会结构；第
二，近年来，这样的机会结构又是如何形成并发生变化的。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

将研究重点限定为企业迁移所处的外围社会结构，着重探讨特定时段、特定社会

结构性条件如何形构为开放的污染企业迁移机会结构；同时基于历时性观察分

析深层结构条件如何变化，从而使得该机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发生改变，使污染企

业迁移失去外部条件。 我们将污染企业假定为在社会结构环境下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经济理性人，但其内在的迁移决策逻辑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本文基于对我国多地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太湖流域的浙江省长兴县、中部地

区安徽省青阳县①的案例分析来探讨上述问题。 笔者对污染企业迁移现象的关

注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苏南地区的研究。 ２０１５ 年后，我们聚焦污染企业迁移

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研究的地域涉及三个层次：（１）在宏观区域层面，以太湖流

域及中部地区为主要的研究地域。 太湖流域是我国工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

一，自 ２１ 世纪初因初级工业、环境容量的饱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了数量极

多的污染企业，成为主要的污染企业流出地。 中部地区紧邻东部但工业贫弱，是
太湖流域等东部地区流出污染企业的重要承接地。 太湖流域与中部地区宏观层

面的污染企业迁移信息，主要基于文献法获取。 （２）县域层面，在太湖流域的调

查涉及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南浔区和江苏省的宜兴市等，中部地区的调查涉

及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贵池区和界首市等，最终我们将深度调查的地域落到长

兴县与青阳县。 这主要是因为长兴县与青阳县之间可以直接追踪到的污染企业

迁移案例较多，并且污染企业在两地造成的环境及社会问题均具有相对较强的

社会复杂性。 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６ 年 ７—８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及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多次赴两县开展田野调查。 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法及观察法获取调查资料。
调查对象的选取遵循“关键信息人”原则。 比如在长兴县，我们重点访谈了在县

经信局工作多年并直接参与污染产业治理的姚先生、相关镇的政府工业办公室

负责人以及污染企业周边的村民；在青阳县，重点访谈了县发改委、招商局的工

作人员，相关镇的政府负责人王先生、张先生等，以及村支书张先生和污染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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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等。 （３）因为县域层面的产业及环境政策往往与省级政令紧密关联，我们

同时注重搜集长兴县及青阳县所隶属的浙皖两省相关政策文本及政策实践信

息，将县域分析与省域分析相结合。 此外，除上述研究地域，我们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围绕污染企业迁移议题展开的实地研究还涉及山东省宁阳县、宁夏回族自治

区的中卫市、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等地。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日趋严重的污染企业迁移问题引发国际学界的关注，
形成污染避难所假说、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和公害输出论等重要解释框架。 学

者们首先关注的是随着发达国家强化环境控制后企业成本攀升，在环境规制相

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形成类似于“低工资避难所” 的“污染避难所”
（Ｗａｌｔｅｒ ＆ Ｕｇｅｌｏｗ，１９７９）。 其后的大量研究致力于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 不

可否认，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但这只是结构性因素之一，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存在截然不同的结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研究注意到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对污染转移问题的影

响。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品交换中的隐性污染转移问题受到关注（Ｂｕｎｋｅｒ，
１９８４）。 在世界体系理论基础上，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发展出生态不平等交换理

论。 中心国家与外围地区专业化分工的不平等为中心国家实现污染转移创造了

基本条件，中心国家强大的军事实力强化了生态不平等交换（佩罗等，２０１７）。
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重视政治结构、生产分工结构的分析理路，这对理解我国污

染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启发，但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是建立在利益冲突甚至

政治对立的基础上的。 我国的污染企业迁移与之不同，其本质体现了国家内部

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环境社会学奠基人饭岛伸子提出公害输出理论，尝试

阐释国家间的污染迁移问题。 她早期主要关注日本公害输出问题（飯島伸子，
１９９５），后期在其“加害—被害结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国际公害的“加害—被害

结构”，尝试分析国际污染转移的结构要因及加害主体与被害主体的结构关系

（飯島伸子，２０００）。 饭岛伸子抓住现代化程度、人种、民族、军事力量、阶层等因

素，对国际污染企业迁移问题获得结构性把握，在分析路径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推

进。 但以加害—被害结构理论为基础形成的解释框架，约束了她对污染转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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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结构的认知。 就污染转移的机制研究看，我们需要非道德化的、更为理性的一

般理论分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者陆续开展了有关污染企业迁移问题的

研究，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城乡转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费孝通注意到污染企业从

大中城市向小城镇转移，继而从小城镇向周边农村转移（费孝通，１９８４）。 洪大

用指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司空见惯的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的问题，其症结在于城

乡控制体系的二元性（洪大用，２０００）。 城乡二元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矛

盾性结构关系，毫无疑问，这一关系也会影响到环境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我国污染企业迁移路线逐渐转变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

区、从先发展地区向后发展地区转移。 究其原因，东部企业迁移的直接动因是规

避日益高涨的土地、劳动力及环境成本，以投入—产出为特征的经济理性考量是

企业主理性行为的基本特征，但现实远比这一解释更为复杂。 如何基于实地调

查，将系统的宏观结构理解与细微的经验事实分析有机交融，或者说，通过宏观

概念的精细操作化与经验事实的提炼抽象形成更具针对性、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框架，是本文尝试达至目标。
社会学具有重视社会行动者及社会结构分析的传统。 行动者决策中的目标

建立及手段选择受制于情境条件及价值规范（帕森斯，２００３：４８ － ５６）。 行动是

人格系统与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相互渗透的行动系统（特纳，２００１：３５）。 默顿深

耕于越轨社会学，其早期研究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对行动者选取正当手段达成文

化目标起到怎样的限制或开放性作用（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３８），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出“机
会结构”这一重要概念（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５９）。 默顿将机会结构界定为：为个人和群体

实现特定结果提供可能的各种条件的规模与分布（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９６：１５３）。 随着这

些重要环境条件的规模与分布发生变化，机会结构会相应地扩张或收缩，行动发

生的机会因此有所不同。 虽然默顿没有基于经验现象对机会结构概念进行系统

性开发，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机会结构的理论演绎潜力受到学界的重视。
例如，一些研究者基于机会结构概念发展出的政治机会结构概念（Ｔａｒｒｏｗ，１９８８）
已成为学界分析社会运动政治结构条件的重要工具。 此外，还有文化机会结构、
话语机会结构等重要概念及理论框架。

不同于从单一层面观察社会现象的概念或理论，机会结构概念重视对社会

结构中为特定结果提供可能的各种重要条件的总体性把握。 这亦是本研究运用

机会结构分析视野的原因所在。 基于中国本土污染企业迁移的经验事实，构建

污染企业迁移的机会结构解释框架，有助于对污染企业迁移问题获得系统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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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与其他社会行动相似，污染企业通过迁移获得更大生存及赢利空间的目标

能否实现，取决于其所在特定社会系统中相关重要条件的规模及分布状况，或者

说处于特定的机会结构中。 因此，识别社会系统中决定污染企业生存空间的重

要条件，考察这些条件的空间分布状况，是构建解释框架的关键。
就我国污染企业迁移而言，区域分化是污染企业迁移问题的基本前提，发展

急迫感、环境规制强度以及污染的社会容忍度成为地域社会系统中影响污染企

业生存空间大小最为关键的因素；上述因素各地区间的差异化程度决定了污染

企业迁移机会结构的开放程度。 其中，发展的急迫感指的是人们面对现实经济

发展水平，对经济开发的急切程度所持的特定心态。 环境规制强度指的是政府

利用各种手段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管控的严格程度。 污染的社会容忍度即公众

对污染企业或污染问题的接受和忍耐程度。

图 １　 污染企业迁移的机会结构

我们设置了机会结构的高度开放和完全封闭两种理想类型（如图 １ 所示）。
如果地区间发展的急迫感、环境规制强度及污染的社会容忍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污染企业迁移的机会结构则处于高度开放状态。 如果地区间在上述三方面均无

差异，机会结构就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污染企业则不易迁移。 比较复杂的情形

是机会结构的局部开放，即地区间发展急迫感、环境规制强度与社会容忍度的差

异状况不一致时，理论上就会有多种组合方式。 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内，地区间在

发展急迫感、环境规制强度以及社会容忍度方面可能存在多种差别，对于污染企

业而言就意味着有多个可能性大小不等的迁移机会构成的迁移机会集合。
下文将基于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先对浙皖两省及其长兴县与青阳县的污染

企业迁移进行案例讨论，然后就一般性时空背景下污染企业迁移的机会结构开

放程度动态变化的深层社会机理进行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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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差距与发展急迫感的空间分异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所抱持的心态也会有所不同。
发展急迫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源于客观经济状况在人们社会心理层面的

投射，表现为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迫切程度的特定社会情绪状态。 在处于转型期

的社会中，社会心态往往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又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王俊

秀，２０１４）。 自近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起，发展急迫感便在民

族存亡危机及与西方对比的差距下滋生，长期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 梁启超、孙
中山等均以一种时不我待的心态设计中国的发展。 近数十年，急于求成、求快的

发展急迫感一以贯之，甚至深化为发展焦虑（周晓虹，２０１４）。
在这样的社会心态下，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往往会加重相对滞后地区的发

展急迫感。 ２１ 世纪初，浙皖两省的经济差距已较为悬殊，发展急迫感表现出显

著的空间分异：浙江省经过二十余年工业经济的快速扩张，土地、环境容量等面

临“成长中的烦恼”，在经济的“快”与“好”的权衡上不再急于求“快”，转而将

“好”摆在首位；而对此时的安徽省来说，与东部地区对比后的差距感及来自区

域内部窘迫现实的压力相叠加，催生出急迫而焦灼的发展心态，地方政府经济工

作思路中“快”字当头。 这对于污染企业的迁移构成了一种开放的结构条件。

（一）地区发展差距

人均 ＧＤＰ 与人均财政收入是衡量地区经济水平的两项核心指标。 从表 １
可见，青阳与长兴两县人均 ＧＤＰ 及人均财政收入在这 ２０ 年间均快速增长，但两

地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 １９９６ 年两地人均 ＧＤＰ 相差 ５９７９ 元，而 ２００５ 年这一

差距扩大到 １６５１２ 元，２０１５ 年更是达到 ４４３１０ 元。
为了便于直观地认识和比较浙皖两地的发展差距，我们将地区间经济发展

差距进一步操作化为人均 ＧＤＰ 及人均财政收入的年差及倍差两项指标。 年差

及倍差值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被地方官员及寻常百姓所使用。 年差值可以直观地

呈现一地比另一地“落后”了多少年，倍差值表达的则是一地某经济指标值是另

一地的多少倍。 使用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财政收入的年差值及倍差值作为衡量地

区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助于理解区域社会执政者及生活者对经济差距的主观感

受。 如图 ２ 所示，１９９６ 年两地人均 ＧＤＰ 及人均财政收入的年差均为 ４ 年，２００２
年两地人均 ＧＤＰ 年差扩大到 １０ 年，２００６ 年扩大到 １３ 年，达到极值。 ２００２ 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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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人均财政收入差距扩大到 ９ 年，以后一直维持在 ７ ～ ９ 年。 这一经济发展状

态反映到现实生活中，给人们的大致印象是“青阳比长兴落后了 １０ 年”。

　 表 １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年青阳县与长兴县人均 ＧＤＰ 及人均财政收入 （单位：元）

年份
人均 ＧＤＰ

长兴 青阳

人均财政收入

长兴 青阳
年份

人均 ＧＤＰ

长兴 青阳

人均财政收入

长兴 青阳

１９９６ ８９５９ ２９８０ ２４２ １４９ ２００６ ２６４５８ ６６９４ ３５７１ ４６９

１９９７ ９７４６ ３４４１ ２７５ １８３ ２００７ ３１２８４ ７８５９ ４５４５ ６６１

１９９８ １０４７７ ３５３９ ３１７ １９４ ２００８ ３６２７１ １０１９９ ４９８６ ８６３

１９９９ １１０３４ ３５７１ ３５２ １９０ ２００９ ３８８１５ １３１４８ ５４６２ １２８０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８８ ３５２７ ５１８ ２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５６６４ １６０５４ ６４３６ １６５５

２００１ １３２６８ ３６５０ ８１０ ２０２ ２０１１ ５３５４２ ２００７１ ８７１１ ２１６７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３１ ３９９７ １１０１ １８７ ２０１２ ５９２２９ ２２５３１ ９９３１ ２８８７

２００３ １７４２４ ４４６６ １６６４ ２０１ ２０１３ ６４９６４ ２４９８１ １０８４２ ３６５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８４０ ５２６１ ２１７９ ２２９ ２０１４ ６９７０９ ２７３０７ １１１２８ ３８０７

２００５ ２１８５１ ５３３９ ２８３０ ３５４ ２０１５ ７３５１８ ２９２０８ １１８１４ ３９７３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浙江省及湖州市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浙江省及湖州市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图 ２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年青阳县与长兴县人均 ＧＤＰ 及人均财政收入年差

两地人均 ＧＤＰ 倍差及人均财政收入倍差反映出的经济水平差距呈相同趋

势。 由图 ３ 可见，１９９６ 年青阳县人均 ＧＤＰ 仅为长兴县的 １ ／ ３（３３％ ），１９９７ 年起

差距持续扩大，到 ２００５ 年，青阳县人均 ＧＤＰ 不及长兴县的 １ ／ ４（２４％ ）。 财政收

入反映出的差距更大。 １９９６ 年青阳县人均财政收入为长兴县财政收入的 ６１％ ，
到 ２００４ 年，青阳县人均财政收入仅为长兴县的 １ ／ １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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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浙江省及湖州市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图 ３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年青阳县与长兴县人均 ＧＤＰ 倍差及人均财政收入倍差

采用同样的方法，将青阳县及所隶属的池州市与“东部地区”进行比较，可
对经济差距获得更为宏观的认知。 对于安徽省而言，东部发达地区主要是指与

之邻近的太湖流域。 先不考虑情况比较特殊的上海，我们将苏南的苏锡常及浙

北的杭嘉湖六市作为一个地域单元，与池州市作对比。 从人均 ＧＤＰ 年差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池州与苏南浙北六市的差距维持在 ６ 年，２００６ 年攀升为 １３ 年。
财政收入层面的差距更为直观和显著。 １９９６ 年池州市人均年财政收入为苏南

浙北六市的 ２０％ ，而到 ２００４ 年，池州市人均财政收入只有苏南浙北六市人均财

政收入的 ５％ ，或者说此六市人均财政收入是池州市人均财政收入的 ２０ 倍。

（二）发展急迫感的空间分异及政府抉择

面对差异性经济现实，各地方政府的发展心理大不相同。 相比浙江省从求

“快”到求“好”的心态转变，安徽省的各级地方政府则表现出急迫而焦灼的发展

心态。 这一心态源自两个层面的因素。
第一，与邻近的东部发达地区对比下的差距感。 上述客观现实很容易在社

会感知层面形成巨大差距感。 安徽省与江浙两省毗邻，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

众，均对当地与苏南、浙北等邻近之地的经济差距有直接的感知。 ２１ 世纪初，经
济差距快速扩大，安徽省被外界称为“华东最穷省”，地方政府的急迫感也随之

增加。 例如，在 ２００５ 年安徽省委省政府组织召开的发展座谈会上，从安徽省领

导的话语中，就能感受到其强烈的差距感与发展的急迫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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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与江浙相邻地区相比，多数经济指标落后，有的还悬殊。 面对这

样强烈的反差，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自甘落后，而应该感到肩上的责任十分

沉重，（要）加快发展，奋起直追。 （郑言，２００５）

第二，内部财政紧缺的现实压力。 因为缺少足够的工业税源，安徽省大部分

县乡财政对农业税源有较强的依赖性。 ２０００ 年起逐渐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多个县市财政出现负增

长。 ２００４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后，安徽省赤字乡镇占比提高到 ２０％ 以上。①

地方财政能力不足使得安徽省形成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财政结构。 相反，
浙江省在财政自给的同时对国家财政具有很强的贡献能力。 在县域层面，２００５
年青阳县财政总收入 ２. ８ 亿元，其中转移支付收入占比高达 ６０％ 以上。② ２００５
年长兴县增值税及消费税两项税收为国家财政贡献了 ６. １ 亿元，全口径财政总

收入接近 ２０ 亿元。③ 两县财政能力差距悬殊。 贫弱的财政状况不仅严重制约

了安徽省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建设的能力，而且难以满足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正

常发放，影响到基层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
在急迫的发展心态下，安徽省委省政府于 ２００５ 年初正式实施“东向发展”

战略。 在强劲的政治动员及政策推进下，安徽省各市县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上

形成激烈的发展竞赛。 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乃至村两委都急切地希望通过东

向招商快速改善地方经济，进而催生出激进的发展行为。 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

时出现了 Ｍ 镇政府负责人王先生所说的“饥不择食”问题。

当时面临很大的困难，经常两三个月发不出工资来。 县这一级也是比

较着急，当时都搞许多工业园。 我们这块也搞了两三个工业园区，筑巢引

凤。 那时候选资空间小，可能就叫 “饥不择食”。 （王先生，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１０６）

此时浙江省的大部分市县已度过了资本短缺、工业薄弱的发展阶段，形成了

以密集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为支撑的块状特色产业，各级地方政府对工业领域的

发展思路从过去急切地推动企业遍地开花转变为引导企业优化升级。 在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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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财政年鉴（２００５）》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财政年鉴（２００６）》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浙江财政年鉴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６，《浙江财政年鉴·２００６》，北京：中华书局。



县，２１ 世纪初已形成铅酸蓄电池、耐火材料、矿山开采加工以及纺织四大产业集

群，但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农村房前屋后开展生产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较为常见，
经营方式普遍比较粗放，最急迫的事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浙皖两省客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差距与社会心理层面发展急迫感差异，造成

了两地需求的耦合。 浙江省致力于压缩污染企业，安徽省则因经济困窘而急切

地东向招商。 正是在此结构环境中，较多浙江淘汰的污染密集型企业迁入了

安徽。

三、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异

污染企业转移本质上是一种离轨行为，大量企业的迁移反映出社会相关领

域规制的不足。 涂尔干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提出“失范”这一概念，意指社

会变革期原有的社会规范系统崩溃，而发挥社会调控作用的新规范尚未完全形

成的规范混乱、冲突或缺席状况（涂尔干，２０１７：３６６）。 失范状态下社会在个体

身上的不充分在场（渠敬东，１９９９），造成各类与社会秩序、社会整合背道而驰的

社会问题，广泛地发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

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因社会转型引发的时序性失范外，还存在空间性失范，即由

空间性规范差异、混乱造成的规制不足问题。
污染企业迁移问题得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外围结构条件正是环境规制层面

的空间性失范。 本文在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体系中选择了两个重要指标，一是

环境准入门槛的高低，二是环境监管力度的强弱。 环境准入门槛是地方产业结

构调整、招商引资及项目审批中最重要的依据，包括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制造业发展导向目录、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等规范性文本。 环境监管力度决定

了环境规范的执行质量，包括环境职能部门对引进项目组织开展环评工作，审批

项目环评文件、对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监管，等等。
关于环境准入门槛层面，浙江省计划退出或限制发展的部分“黑名单”行业

在安徽省产业规划中被确定为鼓励发展的行业方向。 ２００３ 年，浙江省政府确立

变“浙江制造”为“先进制造”的发展目标，将淘汰落后技术、培育制造业新增长

点列入市县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２００４ 年开始谋划并于 ２００５ 年正式确定落后

制造业“黑名单”，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石化、医药、机械、印刷

等九大行业中存在产能过剩、技术落后、能耗过高或污染严重的 ４３０ 项工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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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产品。 ２００４ 年，安徽省全面实施“８６１”行动计划，“８”指的是建设八大重点

产业基地，以金属和非金属材料为主导产业的原材料加工基地，以石化、煤化及

橡胶制品等化工行业为主的化工产业基地，发展纺织、造纸、机械装备等行业的

制造业基地，等等，与浙江等东部地区先发地计划淘汰、退出的产业形成呼应。
在田野调查中，青阳县政府工作人员姚先生谈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说道：

一些工艺在那边不适合再发展了，就往我们这边（转）。 在那边搞得很

好（的），也不会（转）到我们这边。 当然也不能说过来的企业全部都是被淘

汰、落后的产能，（但）至少不是太先进的产能。 当地环保政策及产业政策

收紧以后，也是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空间。 （姚先生，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两省在环境监管层面存在显著差距。 在浙江省，除强化常规环境监管外，全
省还大力开展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严格的环境问责。 ２００４ 年，浙江省加深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污染整治，启动“８１１”环境污染整治行动。 省

环保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与各地市签订市长环境污染整治责任书，将环境治

理成效列入年终考评内容。 高强度的环境监管使得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据 ２００６
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显示，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跃居全国第

一位。
而安徽省的环境监管则存在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严重分离的问题。 地方政

府在污染防治方面的意愿与动力不足，导致监管部门工作受限。 地方政府在促

发展理念驱动下干扰环保局执法的现象较为常见，一些未经环评、具有污染隐患

的项目被允许开工建设。 据相关数据统计，２００６ 年安徽全省 ９８ 个工业园区无

一达到环境监管规范要求，４０％ 的园区、园区内 ６０％ 的企业没有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① 一些市县的企业项目落地经营后，环保局上门监管受到阻挠。
在两省的县级层面，环境规制强度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 长兴县的特色产

业铅酸蓄电池产业，经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的产业升级改造，企业数从 １７５ 家减少

至 ５３ 家，１２２ 家规模小、污染重、环保技术改进能力弱的企业被淘汰。 长兴县委

县政府于 ２００４ 年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绿色 ＧＤＰ 考核制度，并在全国县级行

政区中首推生态危害官员问责制度。 在长兴县经信局工作多年的姚先生对当时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决心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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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中国中央电视台官网，２００７， 《 时评：不能让工业园区成为污染 “ 重灾区”》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０７０６２５ ／ １０７８３７. ｓｈｔｍｌ）。



县委县政府 ２００４ 年的时候认为，必须彻底根治蓄电池行业污染。 在一

次党代会上（县政府领导）讲：“宁可减少 ＧＤＰ 也不能影响（破坏）环境。”用

铁的纪律、铁的决心、铁的措施、铁的手段，这样一种决心来根治这一现象。
这一次（企业数） 从 １７５ 家硬生生砍到只剩 ５３ 家。 （姚先生，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１１８）

因为长兴县在当时是全国铅酸蓄电池产业的主要集聚地，长兴县环境规制

强度的突然提升，使得全国铅酸蓄电池市场在短期内出现供给缺口。 对于长兴

县被关停的小企业而言，只要找到环境规制更为宽松的地方，用过去的设备、技
术便可以继续赢利。 ２００５ 年后，在长兴县被淘汰的大部分蓄电池企业，以及长

兴县部分从事纺织、耐火行业的企业主看到蓄电池行业的商机，集群式地迁入安

徽省创办蓄电池企业。 青阳县 Ｄ 镇 ２００６ 年自长兴县引入一位纺织企业老板的

投资建立电源厂。 贵池区 Ｍ 镇从长兴县引入了六家小型蓄电池企业。 贵池区

Ｍ 镇政府负责人王先生认为，当时他们对环保的认识不足。

大概在 ２００６ 年，我们 Ｍ 镇也有个五六家铅酸蓄电池企业，从浙江长兴

引进的。 那时候，引进了企业从区里到市里都关注得不得了。 当时我们的

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家对环保这块还是不大了解，哪个晓得这个血铅，
大家都不懂。 （王先生，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１０６）

综上，基于发展阶段及地方政府环境认知等方面的差异，浙皖两省形成环境

规制上的空间性失范。 包括蓄电池行业在内，在浙江省遭遇政策挤压的多个行

业的污染企业，迁往环境规制“洼地”的安徽省后获得了新的生存机会。 污染企

业的大量迁入隐藏着环境及社会风险。 ２０１０ 年前后安徽省成为铅污染事件多

发省。

四、污染风险认知与社会容忍度的地区差异

污染企业在一地能否获准进入并长期生存，民众的态度是另一个关键因素。
一般情况下，如果民众对污染企业坚决抵制，即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发展急迫感

并放松环境规制，污染企业亦难以顺利落户或长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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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众环境态度及行为，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水平是影响民众环境

态度及行为的关键因素。 对此，后物质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 这一理论认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民众的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转变，从
而使得民众的环境关心出现增长趋势（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０）。 后续一些研究者对此

观点提出质疑（Ｄｕｎｌａｐ ＆ Ｙｏｒｋ，２００８），现实中 “穷人的环境主义”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Ａｌｉｅｒ，２００２）等现象挑战了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普适性。

中国现实中的情形相比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为复杂，收入水平并不

能完全决定民众的环境态度。 从我们调查的诸多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民众

的污染风险认知是其环境态度的基本前提。 在民众对污染风险缺少认知的前

提下，即便是富裕地区的富裕人群也缺乏反对污染企业的内在动力。 而在一

些建立了环境认知的地区，经济上的不富裕并非必然是民众排斥污染企业的

阻碍。
在具体的案例中，无论是民众的污染风险认知还是环境态度，均不是静态

的，而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因此，我们引入“社会容忍度”这一概念加以分析。
社会容忍度是指民众对某一不符合公共规范或具有负面效应的事物或现象的可

接受或可忍受的程度。 其中，“度”表达的是一个量的变化，一个从完全接受到

完全不能容忍的区间范畴意义上的连续渐进范围（魏钦恭，２０２０）。 污染的社会

容忍度则是民众对污染企业或污染问题的接受和忍耐程度。

（一）污染风险认知与社会容忍度

２１ 世纪初，我国东部与中部、西部绝大部分地区民众的污染风险认知差异

较大，对污染企业的容忍程度也截然不同。 民众对污染企业风险认知的建立主

要取决于内在经验以及外部信息。 在长兴县，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到 ２１ 世纪

初，随着当地蓄电池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快速扩张，民众所承受的污染危害逐渐显

现。 ２００５ 年前后民众对铅酸蓄电池企业的各种污染危害已有深度认知，对此类

企业的态度从高度容忍转为零容忍，并持续采取行动反对污染企业在当地的

生存。
同一时段的安徽省则是另一番景象。 大部分民众因蓄电池企业的到来而欢

欣振奋。 我们在青阳县和贵池区的调查发现，民众普遍表示在企业落户当地之

时并不知晓蓄电池企业的污染风险。 贵池区 Ｍ 镇 Ａ 村老村支书张先生及青阳

县 Ｄ 镇 Ｙ 村吴女士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的认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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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过这个厂，不知道有污染。 电瓶厂没有来之前，你怎么知道它有

污染呢，对不对。 做个三五年以后才知道有没有污染。 （张先生，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工人有时候下山来买菜啊什么的，跟我们聊，我们才知道了厂里面的好

多人铅超标。 就这样慢慢地引起我们怀疑。 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吴女士，访谈资料 ２０１５０２０１）

认知的缺乏，如老村支书张先生所说，首先，源于当地民众普遍缺乏过往经

验。 不同于浙江省有遍地开花式的家庭工业基础，安徽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缺

少工业，在人们的既往积累的经验中缺乏对各类企业污染风险的认知。 其次，外
源性信息不足。 企业的蓄意隐瞒、环评的形式化、地方政府不知情或对信息的选

择性公开等，使得民众掌握的信息与企业真实情况之间存在鸿沟。 此外，当时民

众普遍的工业崇拜心理使得民众在面对企业进入时缺少应有的审慎。 出于对外

来企业的期盼和渴望，在对企业的争抢中，企业是否可能存在环境风险成了边缘

性问题。

那时候企业来了，各个村的干部都要“拉”（抢）的。 “拉”呢，是因为企

业办到村里每年也给村里点钱，村里日子就好过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就业

问题嘛，可以解决村民的就业。 （张先生，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二）社会容忍度的内结构与时空特点

按照常理，民众认识到污染风险后便会抵制污染企业。 但在现实层面，污染

风险认知虽是民众容忍度降低的重要前提，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例如，民众是否

采取环境抗争，可能与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支配和调用的资源状况有关

（冯仕政，２００７），也可能受其媒介接触强度及媒介信任度的影响（卢春天等，
２０１７）。 我们的研究发现，就认识到污染风险的民众看来，其污染容忍度存在一

个内在结构。 容忍度的大小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调节：一是在家庭代际结构中，
污染危害影响到谁，二是家庭经济的受害及受益状况如何。

在家庭代际结构中，当受害对象为家庭中的婴幼儿、孕期女性以及未婚或未

育的年轻子女时，人们对污染企业的容忍度会降至极低水平乃至零容忍。 无论

是在长兴县还是安徽乡村，最先认识到铅污染危害的是在企业就业，暴露在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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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尘、铅烟车间里的村民。 这部分村民对企业的容忍度相比之前有所降低，但并

未立即降到零容忍，他们一般比较注重血铅检测，但也只是在血铅指标偏高时去

排铅。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发现铅污染问题伤害到村里的儿童时，容忍度则

急剧下降。
长兴县和青阳县两地的情形均如此，不过两地社会容忍度的急剧下降存在

时间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长兴县村民以持续的环境行动倒逼地方政府对蓄电池

产业进行治理。 在青阳县，安徽 ＣＷ 电源有限公司造成的儿童血铅问题在企业

运行数年后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陆续被周边 Ｙ 村、Ｌ 村的村民发现。 数百名村民集

体抗议，Ｙ 村组织抗议行动的朱女士谈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满腔义愤。

厂子搬来过了几年后才知道有污染。 那个时候我孙子因为血铅超标胳

膊就这么细（用手比画着），脸就这么一点点大，又黑又瘦，我都急死了，怕

养不大。 我这个组里是以我为首喊起来的。 在厂门外的马路上，我们待了

三天三夜，不让车子进出工厂。 （朱女士，访谈资料 ２０１５０２０１）

民众在受害与受益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同样影响到其对污染事物的容忍度。
一般而言，民众在既从污染企业受益又因污染受害的处境下，对污染企业的容忍

度相比单纯受害的情况要高。 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的长兴县，村民对当地重污染企业

的生计依赖程度已经非常低了。 但在青阳县的农村地区，企业数量很少，对于家

庭中有孩子或老人需要照顾，或年龄偏大在外地难以找到就业机会的人们来说，
在这些外来企业中就业就成为最优的选择。 Ｄ 镇 Ｌ 村的杨先生夫妇二人都在

ＣＷ 公司工作。

明年我还去 ＣＷ 公司上班。 我跟你讲真话，我们五十多岁了，我们都是

要退休的人了，外面哪个企业要你呢？ 我家里这条件，现在还能干，不就多

挣点钱嘛。 （杨先生，访谈资料 ２０１５０１３１）

总之，未曾经历过工业污染的村民对污染危害建立起认知，容忍度从高到低

的变化，往往需要几年乃至十多年的时间。 因为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差异，浙皖两

省民众的污染风险认知及对污染企业的容忍度有别，为企业迁移提供了机会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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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会结构的开放与封闭

前述浙皖两地在特定的情景下，机会结构呈现高度开放状态，使得污染企业

得以转移。 那么，这一机会结构的开放状态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情景条

件下发生的？ 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机会结构会趋于封闭？

（一）机会结构的开放与社会历史条件

上文所述案例形成的机会结构开放—污染企业转移，是在特定的工业化阶

段内发生的。 输出地依托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初级工业

逐渐饱和，向外寻求发展，而中部地区因缺失最佳内生工业化的时机而不得不转

而依赖于资本输入。 太湖流域是我国发展最早且最有活力的工业化地区之一，
它呈现了从本土农业逐渐走向工业的内生发展特点。 当地人从种植业、养殖业、
副业、手工业逐渐向外拓展，“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

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费孝通，１９９９：３１５）。 在这里，从农业衍生出副

业，又从副业发展出手工业，再向外进行商贸活动，形成了农工商一体、由内向外

的发展格局。 社队工业、乡镇企业是这一传统的自然延伸，是以工业为手段的农

村集体副业。 经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的企业转制，到 ２１ 世纪初，太湖流域各

地已形成行业规模不同、上下游分工齐全的产业生态。 如在长兴县，铅酸蓄电池

等产业已发展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随着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

短缺，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初级乡村工业逐渐呈现饱和状态。 按其“由内及

外”的发展逻辑，企业开始向外输出，污染随之转移。
与太湖流域内生地发展了地方乡村工业不同，大部分中部地区未能发展出

本土的乡村工业。 一方面，总体而言中部地区缺乏工业传统。 如青阳县虽属于

徽商文化圈，但徽商更多的是商贸传统，缺乏手工业、工业传统。① 另一方面，在
改革开放之初，中部地区的发展受到区位条件的约束，虽然局部地区也发展了一

些乡镇企业，如依托山区的沙石优势发展了建材行业，但绝大部分地区未能发展

出产业集群的产业生态。 随着全国市场的逐步形成，像青阳一带所处的安徽中

部地区普遍出现了劳动力转移和人才外流，乡村逐渐呈现“空心化”态势，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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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人力资源匮乏与企业发展艰难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本土缺乏企业内生机

制的情况下，引进外来企业几乎成为地方发展的唯一选择。 事实上，进入 ２１ 世

纪后，招商引资成为地方工业发展的主流政策，“政经一体化”成为当时环境问

题的主要根源。
诚然，地区发展差距还只是污染转移的前提基础。 日本环境社会学家舩桥

晴俊提出了环境控制体系论，用以分析工业社会与生态社会的互动历程。 舩桥

晴俊从功能的角度，构建了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环境控制系统三个核心分析对

象及其互构、运行关系。 在他看来，在工业社会中，对经济系统发挥干预作用的

环境控制系统的成长是滞后的。 经由地域社会的环境运动、自治体的环保赋权、
企业生态理性增长，以及各主体间的互动、促进，环境控制系统逐渐成长。 舩桥

晴俊提出了环境控制体系演变所经历的四个阶段或四个理想类型：（１）对经济

系统缺乏约制（阶段 Ａ）；（２）对经济系统设定约束（阶段 Ｂ）；（３）环保内化为次

级管理任务（阶段 Ｃ）；（４）环保内化为核心管理任务（阶段 Ｄ） （舩桥晴俊，
２０１０）。 在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地区之间环境控制体系建设不均衡。 内生于日本

社会的环境控制体系是一个时间序列理想型概念，可转化为中国某特定时段上

的空间序列概念，用以解释前述的研究案例。 在外来企业引进之前，青阳县还处

于环境控制系统尚未建立起来的“对经济系统缺乏约制”阶段（阶段 Ａ）———除

了社区民众对工业企业的污染偶有不满，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都沉浸在经济

系统内，忙于获取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利益。 而同一时期的长兴县由于已经遭

受较长时间的污染影响，特别是血铅事件的发生和传播已使民众觉悟，民间反污

染的声音逐渐增强、行动逐渐增多；地方政府在遭遇民众施压的同时，自身也在

反思如何权衡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来自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推动部分企业形

成生态利益自觉。 在青阳县处于“对经济系统缺乏约制”阶段（阶段 Ａ）时，长兴

县已基本进入到“环保内化为次级管理任务”阶段（阶段 Ｃ），两地环保控制体系

的势差也由此形成。
除了两地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环境控制体系发育阶段不同之外，环境启蒙也

存在阶段性差异。 乌尔里希·贝克早在讨论风险社会时就构想了生态启蒙的概

念（Ｂｅｃｋ，１９９２）。 在西方的语境里，生态启蒙不难理解，因为文艺复兴等开启了

启蒙运动，把西方带入到现代。 当工业化给生态带来灾难性影响时，如何理性地

认识生态，某种程度上需要开始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生态启蒙。 以农耕文明

为本色的中国，由于物资的相对匮乏，传统的乡村社会充分践行了节能节物、循
环利用的生态理念。 就此而言，我们是有丰富的生态文化的。 然而，当传统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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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承的生态理念融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时，有的只是践行而无言说的潜

意识生态知识。 当工业化带来环境污染时，已有的乡村生态知识或是“失言”
（无言以对），或是“失理”（无法据理力争）。 就此而言，面对工业污染，基层社会

还需要环境再启蒙。 卡顿、邓拉普等人提出了从人类豁免主义范式向新生态范

式的转型（Ｃａｔｔｏｎ ＆ Ｄｕｎｌａｐ，１９８０）；莫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是生态理性的

释放（Ｍｏｌ， １９９６）；舩桥晴俊（２０１０）所设定的向生态社会转型的“内化”机制，其
基础恐怕都离不开环境启蒙或生态启蒙。 就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看，对基层

社会的环境启蒙来说，虽然传统生态知识的挖掘与发扬光大与学校推行的环境

保护教育非常重要，但真正具有启蒙效果的也许是民众参与工业化实践、遭遇环

境污染这一挫折性学习历程。 在本文所呈现的案例中，长兴县的地方民众在过

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环境污染，完成了初步的环境启蒙，而中部

地区则缺乏相应的工业化实践，进而缺乏相应环境意识的历练与启蒙。
总之，当东部地区初级工业饱和并受到挤压，环境保护在环境启蒙后逐步内

化为管理任务时，中部地区却迫切需要引进企业，且尚未经历环境启蒙，遑论环

境控制系统的约束。 由此也形成了企业流动的开放结构以及污染企业转移的基

本外围结构条件。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机会结构封闭

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机会结构本身也处在演变中。 前文出于分析的需要

聚焦于机会结构，未对相关行动主体作细致的讨论，但这并不表示行动主体可以

与外部结构截然分开，仅单向地受到外部结构的限制。 事实上，政府、企业和民

众的日常实践，既受外围社会结构、制度的制约，也在不断地重塑其外围的结构

或制度。 吉登斯反思早期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引入结构二重

性概念，尝试用结构化理论来调和行动者与外围社会结构的关系。 他认为，行动

者认知能力具有反思性特征，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吉登斯，
１９９８：６２）。 他还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

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即结构二重性）”（吉登斯，１９９８：７９ － ８０）。 如果把污染

企业迁移置于连续性时段内考察，可以发现，企业、地方政府及民众的互动实践

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着其外围的社会结构。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在短时期内不太可能彻

底消弭，而且后发展地区的发展急迫感有可能会始终存在，那么如何使污染企业

迁移的机会结构封闭，避免污染企业的迁移？ 我们认为不仅需要强化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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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需要建设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的生态文化。
现代环境问题与工业化进程密切关联。 在某种意义上，环境问题是现代性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跑步机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生产—消费与工业生

产无法摆脱的困境（Ｓｃｈｎａｉｂｅｒｇ，１９８０；贝尔，２０１０：８７ － ９０）。 然而事实上，不仅资

本主义，而且整个工业文明似乎都无法摆脱环境问题，因为属于机器文明的工业

文明“是一种遵循自身逻辑而走向疯狂的文明” （莫里森，２０１６：１８）。 不同于倡

导在认同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进行生态性修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生
态文明的倡导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形态。 换言之，需要

对已嵌入环境问题的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改造甚至革命。
中国目前还处于向“生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一方面，中国还需要继续发

展、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在工业化阶段内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就近若干年的实践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多样，其根本要

义是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建设以及新的理念与价值的倡导、培育和践行。
就我国东部地区的情况看，自 ２００７ 年太湖蓝藻事件后，政府开始了一轮又

一轮的环境治理。 太湖上游地区的企业遭遇了空前的环保压力，除了被动地关

闭、迁移，也有一些企业在积极探索绿色转型之路。 不同于早期在“压力型体

制”（荣敬本等，１９９８：２８；杨雪冬，２０１２）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政经一体而不

顾及环境的做法，在新的形势下，环保演化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环保压力一方面

自上而下通过地方政府传递到企业，另一方面也自下而上通过民众的绿色意愿

传递到企业。 在面临生存死亡的关键时期，企业的最终出路就在于如何把绿色

理念融入到日常经营中。 事实上，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

互构的。 不仅地方政府与企业互构转型，企业主的实践与外围环保约制结构也

是互构推进的。
就现实中的污染转移来看，与输入地相比，输出地实际上拥有更大的主动

权。 在地区发展差距无法在短期消弭的现实条件下，资本输出企业的生态理念

成为基本约束条件，因此观察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发展状况至关重要。 虽然目

前仍不排除还有污染企业在转移，但绿色企业正在逆势生长中，如 ＬＹ 化工集

团、ＴＮ 集团等企业的最新实践值得探讨。
面对太湖上游地区“零化工政策”的严格规定，ＬＹ 化工集团在环境治理中

“涅槃”，不仅企业自身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遏止了污染的输出，而且在资本

输出的同时形成了绿色输出。 煤化工中煤气脱硫废液含有多种成分复杂且难以

处理的化学物质。 如果就污染物质进行无害化处理，成本奇高而且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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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 化工集团通过技术攻关，把废弃液转化为多种化工产品加以利用。 这一实践

不仅解决了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地方政府的

财政收入。 长兴县的 ＴＮ 集团，２１ 世纪初尚存在污染隐患，目前已成功实现绿色

转型，并在中西部地区的子公司发展低碳循环产业，具有绿色资本输出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形成新的机制和新的价值。

首先，企业家们基于经济理性考量，把生态因子纳入投入—产出的视域中。
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经济理性不同，基于对生态社会的新理解，他们把生态的价

值纳入经济理性的考量之中。 在早期的工业化中，环保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企业

的生产成本，企业更愿意将环境问题外部化。 然而当企业家的新生态价值观一

经确立，他们发现，只要技术、组织得当，环保可以转化为一项低投入高产出的生

产活动，注重生态保护的举措也能够转化出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活动。
其次，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企业家新生态理念的形成可以创造整体的绿色

增长点。 莫里森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特征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改善生态、增
进自然资本（莫里森，２０１６：ｘｘｖ）。 如前述 ＬＹ 化工在中部地区的投资，通过将废

弃液转化为多种化工产品，资本输入地区不仅获得了经济增长，而且降低了当地

煤化工的污染，增加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价值。
总之，在中国地方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健

全环境规制，创新生态理念，中西部地区在从东部地区输入资本的同时，也输入

了绿色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机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推动了整体的生态增益。

六、结　 论

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是分析和理解社会系统的两个最基本视角。 虽然有的

结构比较稳定，可以在相当长时段持续地保持某种状态，但就理论而言，任何社

会结构都是特定时点截面的状态。 就经验层面看，本文所讨论的机会结构也是

在中国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的社会结构状态，是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地域在 ２１ 世

纪初呈现的差异性的社会结构状态。 具体来说，与长兴县、青阳县两地所处发展

阶段关系紧密的发展急迫感、环境政策执行力度以及民众对污染企业的容忍度

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两地间这种特定时间的差异性结构状态是污染企业迁移问

题得以发生的重要社会成因。
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我们理解污染企业迁移的一个基本立场。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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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的工业化发展历程看，环境问题以及污染企业迁移问题需要在特定的工业

化阶段加以理解与评判。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城乡结构差异一直对中国社

会产生基础性影响。 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城乡结构特点决定了污染企业从某

些发达城市向附近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迁移的基本特点，这个时期城乡差异性

是污染企业迁移的结构性原因。 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地区性结构，也即东部与

中部地区的差异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城乡差异在某些地区正在弱化。
虽然一般而言社会结构比较稳定，但从较长时段看，社会结构也处在演变中。 某

类企业在某个时段所具备的迁移的结构性条件深深地嵌入到该时期某些地域社

会的基本背景中。
各类主体的环境行动实践无时不在改变着主体的外围结构，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机会结构自身也有其“机会性”特点。 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在不断地重

塑市场；在中观、微观层面上，企业、地方政府与民众互动，带着反思不断践行生

态—生产活动，在改变自身理念与行为的同时，也在改变企业迁移的外围结构。
特别是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虽然地区发展差异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很

快消失，但新的生态制度和新的生态文化建设逐渐封闭了污染企业迁移的机会

结构，有望实现以绿色环保理念为基础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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